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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涝调节服务供需关键区识别与优先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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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内涝灾害频发，严重危及城市居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及公共安全。 如何精准施

策，针对关键区域进行城市内涝调节治理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并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视角，以径流调

节率表征城市内涝调节的供给水平，以胁迫性、暴露性和脆弱性指标表征城市内涝调节的需求水平，构建了完整的技术路线和

指标体系，从而识别城市内涝调节供需失衡的关键区，并确定规划干预的优先级。 基于此，以岛屿型城市厦门岛为例，使用遥感

数据和人口、社会、经济数据，运用 ＡｒｃＭａｐ１０．８、ＥＮＶＩ５．３ 和 ＧｅｏＤＡ 平台，模拟评估了城市街区尺度下城市内涝调节服务的供需

水平及空间分布特征。 通过供需匹配将研究单元划分为：高供⁃高需，低供⁃高需，低供⁃低需和高供⁃低需 ４ 种类型，并识别出 １１４
个供需严重失衡的关键区，该类关键区面临城市内涝调节服务供给短缺的严峻挑战，是未来城市规划过程中需要重点优化的对

象。 在此基础上，使用优先级指数将关键区划分为 ５ 个规划干预优先级，明确了城市内涝治理的优先次序。 研究结果为开展具

有针对性的城市内涝调节治理实践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同时在解决城市内涝灾害问题，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方面具

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内涝灾害；生态系统服务；供需评估；关键区；优先级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ＸＩＮ Ｒｕｈｏｎｇ１，２， ＺＥＮＧ Ｊｉａｎ１，∗， ＬＩ Ｋａｉ２， 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ｗｅｎ１， ＤＩＮＧ Ｓｉｙｕａｎ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Ｔｉａｎｊ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ｉａｎｊｉｎ ３０００７２， Ｃｈｉｎａ

２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 １９５８， Ｄｅｎｍａｒｋ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ｏｃｃｕ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ｓａｆｅｔ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Ｈｏｗ 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ｉｎ 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ｓｅ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ａｎｄ ｕｒｇｅｎｔｌ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ｗｅ ｕｓｅｄ ｒｕｎｏｆｆ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ｔｏ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ｈａｚａｒｄ ｉｎｄｅｘ （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ｒｕｎｏｆｆ ａｎｄ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ｄｒａｉｎ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ｏｕ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ｗｈｅｒｅ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ｗｅ ｔｏｏｋ Ｘｉａｍ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ｕｓｅ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ｕｓｅｄ ＡｒｃＭａｐ１０．８， ＥＮＶＩ５．３ ａｎｄ ＧｅｏＤＡ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 ｓｃａｌｅ．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ｗａ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ｓｐａｃｅｓ ｗａ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ｉｎｄｅｘ，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ｊｏｉｎｔ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ｌｅｖｅｌ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ｈａｖ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ｗｅ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ｏ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ｕｎｉｔ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ｈｉｇｈ ｓｕｐｐｌｙ⁃ｈｉｇｈ ｄｅｍａｎｄ， ｌｏｗ ｓｕｐｐｌｙ⁃ｈｉｇｈ ｄｅｍａｎｄ， ｌｏｗ ｓｕｐｐｌｙ⁃ｌｏｗ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ｓｕｐｐｌｙ⁃ｌｏｗ ｄｅｍａｎｄ． １１４ 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ｖｅｒｅ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ｗｅ 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ｓｅ 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ｉｎｔｏ ｕｎ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ｖ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ｒ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ｎｅｗ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ｔ ｈ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ｙｐ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ｃｅｎｔｒｉｃ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ｒｂａｎ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ａｒｅａ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在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内涝灾害风险逐年加剧，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１］。 在中国，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超过 ６０％［２］，随着城市高密度化和集约化发展，城市生态空间大幅减少，
生态系统的雨洪调节能力不断退化［３⁃４］，导致城市雨洪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失衡［５］，城市内涝灾害频发［６］，严重

危及城市居民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及公共安全［７］。 新时期，“十四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强调，
要完善城市化战略，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目标，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因此，从全新视角审视城市内涝调节防控已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８］。

生态系统服务是连接自然资本和人类福祉的关键桥梁，生态系统服务的产生和使用对应生态供给和社会

需求［９］。 内涝调节服务作为与城市发展关系最紧密的服务类型之一，对缓解城市内涝灾害具有重要作

用［１０⁃１２］。 目前，关于城市内涝的国内外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城市内涝的灾情模拟与风险评估［１３⁃１５］，成因机理

与防治措施［８，１６⁃１７］，监测预警与应急管理［１８⁃１９］，及防涝设计标准与技术导则制定［２０⁃２１］ 等方面。 随着城市内涝

灾害的综合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等问题日益突出［１７，２２］，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生态系统服务视角探索城市内

涝的解决方案［２３⁃２４］。 主要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强调控制城市扩张和优化土地利用以减少人类对城市内涝

调节服务的消耗和需求。 如 ＢｅｎＤｏｒ 等［２５］论证了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城市总体规划的必要性；Ｙｕ 等［２６］ 探讨

了优化不透水地表布局对预防城市内涝的积极作用；匡文慧等［２７］研究了城市建成区土地利用 ／覆盖变化对内

涝调节服务的影响。 二是试图通过优化绿色基础设施等生态途径来提升城市内涝调节服务的供给能力。 如

Ｍｅｒｒｏｗ 等［２８］探讨了生态系统服务与绿色基础设施空间规划的内生关系；Ｍａｒａｇｎｏ 等［２９］ 提出了以缓解城市内

涝为导向的绿色基础设施精细化管理方法；李锋［３０］、肖华斌［３１］、顾康康［３２］、许超［３３］等论述了绿色基础设施对

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并提出了生态系统服务导向下的绿色基础设施布局与管理策略。 已有研究拓宽了对城

市内涝防控的认知范围，但总体上侧重于内涝调节服务的供给量化，关于受灾体对内涝调节服务的需求量化

研究不足。 同时，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空间错位特征［３４］，已有研究尚未对内涝调节服

务的供需关系进行体系探讨，导致无法明确哪些区域需要重点关注并优先干预，进而无法改善当前城市内涝

防控布局不精准［３５］，内涝调节效率低下［３６］等现实问题。
因此，本文系统梳理城市内涝研究脉络及内涝灾害特点，以内涝调节服务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城市发展需

求和生态系统供给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城市内涝调节服务供需关键区识别与优先级划分的研究框架与指标体

系。 并基于厦门岛的城市发展现状及凸出环境问题，进行了城市内涝调节服务量化评估与空间制图。 研究结

果对提升城市内涝调节与防控能力，促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目标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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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区概况

厦门岛位于闽三角城市群核心地带，是厦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 国土面积 １５７．７６ｋｍ２，整体

地势南高北低，最高海拔 ３１２ｍ，四周环海，是典型的岛屿型城市（图 １）。 由于厦门岛处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

气候，近 １５ 年（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的降雨数据显示，年降雨量和降雨天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图 ２）。 全年降雨高

峰期间（５—９ 月），强降雨和风暴潮事件频发，所产生的城市内涝灾害严重到影响城市居民的生命财产健康安

全［３７⁃３８］。 因此，加强城市防涝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内涝灾害防治水平，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图 １　 厦门岛 ＤＥＭ 及汇水分区

Ｆｉｇ．１　 ＤＥＭ ａｎｄ ｃａｔｃｈｍｅｎｔ ｚｏｎｅ ｏｆ Ｘｉａｍ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图 ２　 厦门岛近 １５ 年降雨趋势

Ｆｉｇ．２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５ ｙｅａ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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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及处理

研究选取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晴空 Ｌａｎｄｓａｔ⁃ ８ ＯＬＩ 遥感影像，使用 ＥＮＶＩ５．３ 平台对遥感影像进行校正、裁剪

和目视解译，将研究区用地分为：林地、草地、耕地、水体、建设用地和裸地六大类型；同时期 ３０ｍ 分辨率 ＤＥＭ
数据和遥感数据均源于中科院地理空间数据云网站。 建筑密度，建筑普查数据源于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 居住小区及人口空间分布数据通过 Ｐｙｔｈｏｎ 从安居客网站爬取获得。 道路数据源于 Ｏｐｅ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Ｍａｐ。
其它基础数据源于《厦门市城市总体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及厦门市官方网站。 分析过程基于 ＡｒｃＭａｐ１０．８、
ＥＮＶＩ５．３ 和 ＧｅｏＤＡ 平台完成。
２．２　 指标选取及技术路线

城市内涝灾害涉及生态环境、人口安全及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３９］。 生态空间具有调节城市内涝的功

效［１６，４０］，受灾体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城市内涝防控所关注的关键要素［４０⁃４１］。 因此，本研究将绿地系统的供给水

平（城市生态主体）和人的需求水平（城市社会主体）统筹到一个研究框架内，明确了供需指标体系，构建了研

究技术路线（图 ３）。 主要包括 ４ 个步骤：（１）模拟城市降雨强度和地表径流量，具体指标包括：降雨量，降雨历

时，土地利用覆盖度；（２）评估城市内涝调节服务供给能力，具体指标为：径流调节率。 （３）评估城市内涝调节

服务需求水平，主要指标包括：胁迫性指数（淹没深度），暴露性指数（人口暴露性、建筑暴露性）和脆弱性指数

（生命脆弱性、结构脆弱性、财产脆弱性）。 （４）城市内涝调节服务供需匹配及干预优先级划分，主要指标为：
Ｚ⁃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结果和优先级指数。
２．３　 方法

２．３．１　 城市降雨强度与地表径流量模拟

降雨强度是城市内涝灾害评估模型中的核心驱动变量。 根据《厦门市暴雨强度公式》（福建省气候中心

修订，２０１６），结合城市内涝危害最大化特征，采用短历时暴雨强度公式计算不同重现期内的暴雨强度，公式

如下［３８］：

ｑ ＝ ９２８．１５ × （１ ＋ ０．７１６ｌｇＲ）
（ ｔ ＋ ４．４） ０．５３５ （１）

式中， ｑ 是降雨强度（ Ｌ ｓ－１ ｈｍ－２）； Ｒ 是降雨重现期 （ Ｒ ＝ １，２０，５０，１００，２００，５００ａ）； ｔ 是降雨历时 （ ｔ ＝
１２０ｍｉｎ）。

本研究采用美国农业部研发的 ＳＣＳ⁃ＣＮ 水文模型模拟地表径流量，综合考虑土壤类型、土壤湿度、下垫面

占比等因素对对径流的影响［４２］。 计算公式如下［２７］：

Ｑ ＝
（Ｐ － Ｉａ） ２

Ｐ － Ｉａ ＋ Ｓ
　 　 （Ｐ ≥ Ｉａ）

Ｑ ＝ ０　 　 　 　 　 　 （Ｐ ＜ Ｉａ）

ì

î

í

ï
ï

ïï

（２）

Ｓ ＝ ２５４００
ＣＮ

－ ２５４ （３）

式中， Ｑ是地表径流量（ｍｍ）； Ｐ是降雨量（ｍｍ）； Ｓ是最大可能滞留量（ｍｍ） ［４３］； Ｉａ 是降水的初始下渗量， Ｉａ ＝

λ × Ｓ ， λ 是土壤的下渗系数，一般取值为 ０．２［４４］； ＣＮ 表征地表产流能力，本研究参考 Ｆａｎ 等提出的方法进行

计算［４５］，即利用城市地表覆盖比例及其各自 ＣＮ 值进行加权计算得到，计算公式如下：
ＣＮ ＝ ｆ１ × ＣＮ１ ＋ ｆ２ × ＣＮ２ ＋ ｆ３ × ＣＮ３ （４）

式中， ｆ１ ， ｆ２ 和 ｆ３ 分别代表不透水面、植被和裸土在像元内的百分比， ＣＮ ， ＣＮ１ ， ＣＮ２ ， ＣＮ３ 分别代表计算得

到的综合 ＣＮ 值及不透水面、植被和裸土的 ＣＮ 值，不透水面和裸土的初始 ＣＮ 值分别为 ９８ 和 ９１，植被的初始

ＣＮ 值的计算方法见参考文献［４５］。 土壤湿度设置为中等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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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城市内涝调节服务供给评估

城市绿色空间通过促进地表水下渗和冠层节流等方式有效减少地表径流量和流速［４６］。 本研究使用径流

调节率［２７，２９］来表征绿地调节地表径流的能力，以刻画城市内涝调节服务的供给能力。 计算公式如下：
Ｃｒ ＝ Δｖ × （０．００１ × Ｐ × Ａ） －１ × １００％ （５）

Δｖ ＝ ∑ ｎ

ｉ ＝ １
０．００１ × （Ｑｉ － Ｑａ） × Ａｉ （６）

式中， Ｃｒ 是各研究单元的地表径流调节率（％）； Δｖ 是像元内绿地空间的地表径流调蓄量（ｍｍ）； Ｐ 是降雨量

（ｍｍ）； Ａ 是各研究单元的面积（ｍ２）。 Ｑｉ 是占比为 １００％的不透水面产生的地表径流量（ｍｍ）； Ｑａ 是各绿地覆

盖类型实际产生的地表径流量（ｍｍ）； Ａｉ 是每个像元的面积（ｍ２）。 径流调节率越高，表明绿地空间的内涝调

节服务供给水平越高。
２．３．３　 城市内涝调节服务需求评估

在内涝灾害情景下，胁迫性（Ｈａｚａｒｄ）、暴露性（Ｅｘｐｏｓｕｒｅ）和脆弱性（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之间的相互作用反映受

灾风险程度［４７⁃５０］。 其中胁迫性指与自然灾害有关的物理事件及其影响；暴露性指在不同灾害级别中存在的

人、建筑、基础设施等经济、社会和文化资产；脆弱性指受灾体承受灾害的能力［４７，５１］。 本研究将三者的综合影

响定义为城市内涝调节服务的综合需求。
胁迫性评估。 胁迫性分析需要同时考虑暴雨自然［５２］ 径流量和城市排水系统的排水能力两大关键因

素［５３］。 根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４—２００６（２０１６ 版）》和实际情况，设定厦门岛城市排水管网的实际排

涝能力为一年一遇（３５．１４ｍｍ ／ ｈ） ［３８］，地表径流量减去排水量后的雨量得到内涝积水量［５３］。 本研究基于 ＤＥＭ
数据，运用 ＧＩＳ 水文分析模块中的 Ｄ８ 算法［５２，５４—５５］，识别分水岭、汇流河网和积涝点，划分汇水分区，并求出各

汇水区内的内涝积水量。 计算公式如下［５６］：
Ｗ ＝ （Ｑ － Ｖ） × Ｓ′ （７）

式中， Ｗ 是内涝积水量（ｍｍ）， Ｑ 是地表径流量（ｍｍ）， Ｖ 是排水量（３５．１４ｍｍ ／ ｈ）， Ｓ′ 是汇水区面积（ｍ２）。 采

用“等体积法”模拟内涝淹没范围和淹没高度，以汇水区内涝积水量 Ｗ 为参照，在 ＧＩＳ 平台的 ３Ｄ 表面体积模

块中设定模拟淹没高度 Ｈ ，计算得到 ３Ｄ 淹没体积 Ｖ ，当 Ｖ ＝ Ｗ 时， Ｈ 即为该汇水区的淹没高度。 提取淹没高

度以下的 ＤＥＭ 数据，得到淹没区；淹没高度减去修正后的地形高程，得到实际淹没深度［５６］。 各淹没深度范围

内的受灾面积占整个研究区淹没深度范围内的受灾面积的比例之和，乘以权重系数，即为该研究单元内的内

涝淹没胁迫性指数 Ｈ 。 计算过程参照公式（８—９）。
暴露性评估。 本研究在石勇等提出的内涝暴露性指数［４１］的基础上，构建了受灾体暴露性评价体系，重点

考虑城市空间中的人及其生活、生产空间的受灾数量和受灾强度。 根据《ＧＢ５１２２２—２０１７ 城镇内涝防治技术

规范》 ［５７］，积水深度超过 １５ｃｍ 视为发生内涝。 基于此，本文结合已有内涝等级划分研究［３８］，将淹没深度划分

为 ４ 个等级：１５—３０ｃｍ，３０—４５ｃｍ，４５—６０ｃｍ，６０ｃｍ 以上；利用 ＧＩＳ 统计分析每种淹没等级中，各街道单元内

的受灾建筑面积和受灾人口数量占整个研究区内受灾建筑面积和受灾人口数量的比例。 其次，考虑不同淹没

等级对受灾体的影响程度，给Ⅰ—Ⅳ级的内涝等级分别赋予权重：０．２，０．４，０．６，０．８［４１］。 最终，各淹没等级内受

灾体占比的加权和为该研究单元的暴露性指数。 计算公式如下［４１］：

Ｅ ｊ ＝ ∑ｍ

ｉ ＝ １
ｇｉ（ｕ ｊ） × ｔ　 　 （ ｔ ＝ ０．２，０．４，０．６，０．８） （８）

ｇｉ（ｕ ｊ） ＝
ｆｉ（ｕ ｊ）
Ｃ ｉ

　 　 　 　 　 （ ｉ ＝ １，２，…，ｍ；ｊ ＝ １，２，…，ｎ） （９）

式中， Ｅ ｊ 是研究单元 ｊ的暴露性指数， ｔ是内涝等级的权重； ｇｉ（ｕ ｊ） 是研究单元 ｊ中暴露等级 ｉ的建筑面积在整

个研究区该暴露等级的总建筑面积中所占的比例； ｆｉ（ｕ ｊ） 是各研究单元中每种暴露水平的受灾建筑面积， Ｃ ｉ

是整个研究区中每种暴露水平的总建筑面积。 其中 ｍ ＝ ４， ｎ ＝ ８７３。 人口暴露性与建筑暴露性的计算过程相

同，两项指数的平均值为综合暴露性指数 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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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性评估。 内涝灾害所引发的脆弱性包括建筑结构损失［５８］、财产损失［４０］ 以及人口安全损失［９］。 由于

缺少老年人、儿童等人口组成数据，本研究主要探讨建筑结构损失和财产损失两项指标。 同时，内涝损失主要

与积水深度有关，受水流冲击和淹没历时等因素的影响较小［５８］，因此，以积水深度作为脆弱性评估的控制性

指标。 选取已被广泛应用的澳大利亚 ＡＮＵＦＬＯＯＤ 建筑结构水深⁃损失率曲线［５９］，根据国内学者的修正经

验［４０］及本研究区的建筑结构调研结果，对其进行本地化拟合修正，构建了适用于本地区的建筑结构脆弱性模

型和室内财产脆弱性模型，计算公式如下：
ｖ１ ＝ ０．０４１ ＋ ０．１６５ｘ － ０．０３３ ｘ２ ＋ ０．００６ ｘ３ （１０）
ｖ２ ＝ ０．０４１ ＋ ０．８９３ｘ ＋ ０．００５ ｘ２ － ０．１２１ ｘ３ （１１）

式中， ｖ１ 为建筑结构灾损率（％）； ｖ２ 为住宅建筑的室内财产灾损率（％）； ｘ 为内涝积水深度（ｍ）。 相关研究

表明，内涝灾害发生时，老旧建筑的结构脆弱性更强［４１］，同时，商业建筑及仓储建筑的财产脆弱性明显强于住

宅建筑［４０］，因此，该类建筑的灾损率需乘以权重系数 １．２。 不同淹没等级中的建筑类型占比及权重参照暴露

性评估过程。 建筑结构脆弱性和室内财产脆弱性的平均值为综合脆弱性指数 Ｖ 。
城市内涝调节服务综合需求评估。 根据灾害系统理论，胁迫性是灾害产生的先决条件，表征致灾程度；暴

露性是灾害产生的直接原因，反映受灾体的受灾状态；胁迫性是灾害损失的重要条件，衡量受灾体的损失程

度。 三项指标共同决定了灾害风险，即反映了内涝调节服务的综合需求。 计算公式如下：
Ｒ ＝ Ｈ × Ｅ × Ｖ （１２）

式中， Ｒ 为内涝调节服务综合需求； Ｈ 为胁迫性； Ｅ 为暴露性； Ｖ 为脆弱性。
２．３．４　 城市内涝调节服务供需匹配

使用 Ｚ⁃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方法进行生态系统服务的供需分异，能够简洁直观的识别生态系统服务供需的匹配

类型［６０⁃６１］。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对每个研究单元内的供需水平进行 Ｚ⁃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和象限划分。 ｘ 轴表示标

准化后的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水平，ｙ 轴表示标准化后的生态系统服务需求水平，划分出四个象限。 第一象限

为高供给高需求，第二象限为低供给高需求，第三象限为低供给低需求，第四象限为高供给低需求。 Ｚ⁃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公式参考文献［６０］进行。
２．３．５　 规划干预优先级划分

为了进一步指导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引入优先级指数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ＰＲＩ） ［２９］对需要进行干预的关键区

域进行优先级排序。 计算公式如下：

ＰＲＩ ＝ （Ｈ ＋ １） × （Ｅ ＋ １） × （Ｖ ＋ １）
（Ｃｒ ＋ １）

（１３）

式中， Ｈ 是胁迫性指数， Ｅ 是暴露性指数， Ｖ 是脆弱性指数， Ｃｒ 是地表径流调节率。 当胁迫性、暴露性和脆弱

性越大，地表径流调节率越小时，ＰＲＩ 越大，该地区越需要优先干预。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内涝调节服务供给能力及空间特征

模拟预测结果显示（图 ４），高覆盖度的植被类型的地表径流调节率较高，表明城市绿地空间能够有效提

供内涝调节服务，且林地调节能力强于草地。 伴随降雨重现期变化，降雨量增大，径流深度增多，植被的径流

调节率逐渐降低，与 １ 年重现期相比，２０ 年，５０ 年，１００ 年，２００ 年，５００ 年一遇情景下的平均内涝调节服务分

别下降了 １５．５９％、１９．５８％、２３．３２％、２４．８４％、２７．８１％，表明城市绿地所提供的内涝调节服务受降雨量的制约。
空间分布结果表明（图 ５），内涝调节服务供给能力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高值区（ Ｃｒ ＞

４４．２％）主要集中在御屏山、狐尾山、仙岳山等高植被覆盖区。 低值区（ Ｃｒ ＜７．１４％）主要集中在空港物流园、
象屿保税区及城市中心等高不透水面覆盖区。 同时，ＬＩＳＡ 结果显示（图 ５），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内，供给量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为 ０．５２５，表明在街道尺度的内涝调节服务供给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高－高热点区

集中于南部和西部片区，低⁃低冷点区集中于西北部和中部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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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内涝调节服务供给能力空间分布图及 ＬＩＳＡ 分布

Ｆｉｇ．５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Ｓ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图 ６　 内涝灾害淹没范围及淹没深度

Ｆｉｇ．６　 Ｉｎ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ｒ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３．２　 内涝调节服务需求水平及空间特征

基于分水岭、汇流河网和积涝点，将研究区划分为

２８ 个汇水区（图 １）。 根据径流量和城市排水管网的排

涝能力，采用“等体积法”模拟出内涝淹没范围和淹没

等级（图 ６）。 经验证，研究结果符合城市内涝历史规律

并与已有研究结果相契合［３８，６２］。 以此为基础，通过分

析内涝灾害的胁迫性、受灾体的暴露性和脆弱性，得到

内涝调节服务的需求水平。
内涝调节需求结果表明（图 ７），厦门岛内涝调节服

务需求水平呈现“周边高中部低”且“北高南低”的空间

格局。 高需求区（Ｒ ＞０．５５％）主要集中在象屿保税区片

区、筼筜湖片区、五缘湾片区、湖边水库片区和会展中心

片区，最大需求指数达：１４．９４％。 同时，ＬＩＳＡ 结果显示

（图 ７），在 ９５％的置信区间内，内涝调节需求的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指数为 ０．３８４，表明在街道尺度的内涝调节服务需求

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高⁃高热点区主要分布

于北部沿海地区，低⁃低冷点区主要分布于中部和南部

地区。
３．３　 内涝调节服务供需空间匹配

基于 Ｚ⁃ｓｃｏｒｅ 标准化后的城市内涝调节服务供需象限分布结果表明（图 ８），有 １１４ 个研究单元处于低供⁃
高需状态，２９ 个研究单元处于高供⁃高需状态。 同时，城市内涝调节服务供需空间匹配结果显示（图 ８），处于

低供⁃高需状态的关键区主要分布于象屿保税区、空港物流园、五缘湾片区、湖边水库片区、筼筜湖片区和会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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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内涝调节服务需求空间分布及 ＬＩＳＡ 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Ｓ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图 ８　 内涝调节服务供需匹配及空间分布

Ｆｉｇ．８　 Ｑｕａｄｒａｎ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中心片区。 处于高供⁃低需状态的研究单元主要分布于御屏山、狐尾山、仙岳山片区。
３．４　 规划干预优先级划分

使用优先级指数（ＰＲＩ）在供需象限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供需失衡的程度，从而准确划分优先干预的

次序［２９］。 根据优先级指数，将优先干预区划分为 ５ 个等级，级别越高，越需要优先干预。 结果表明（图 ９），厦
门岛的内涝调节服务优先干预区空间分布差异明显。 优先级为Ⅴ级的区域主要集中于空港物流园和象屿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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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规划干预优先级划分

Ｆｉｇ．９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ｚ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ｓ

税区的沿海地区；优先级为Ⅳ级的区域主要集中于筼筜

湖下游片区、五缘湾片区、湖边水库片区和会展中心片

区；优先级为Ⅲ—Ⅱ级的区域主要集中于筼筜湖上游和

五缘湾东、西部片区。

４　 结论与讨论

４．１　 结论

　 　 本文以厦门岛为研究区域，基于遥感数据和人口、
社会、经济数据，着眼于城市街区尺度，模拟了降雨强度

和地表径流，评估了城市内涝调节服务的供需水平和空

间分布特征，通过供需匹配识别了供需失衡关键区，并
划分了规划干预优先级。 研究表明：（１）城市绿地能够

有效提供内涝调节服务，且林地调节能力强于草地；服
务供给能力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布特点，且空间集聚

特征明显。 高供给区主要集中于御屏山、狐尾山和仙岳

山片区。 （２）淹没范围与淹没深度，人口数量与建筑数

量，建筑质量与建筑功能共同决定内涝调节服务需求；
服务需求水平呈现“周边低中部低”且“北高南低”的分

布特点，同样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高值区主要集中在象屿保税区片区、筼筜湖片区、五缘湾片区、湖边

水库片区和会展中心片区。 （３）各研究单元的供需匹配差异明显，其中有 １１４ 个研究单元处于低供－高需失

衡状态，主要集中于中北部片区。 （４）规划干预优先级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于空港物流园、象屿保税区和五

缘湾片区。 以上关键区及优先干预区是需要未来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过程重点优化的对象。
４．２　 讨论

研究从供需视角探讨解决城市内涝风险问题，为促进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目标提供了新的视角和

启示：
（１）胁迫性、暴露性和脆弱性对于评估内涝调节服务需求的现实意义。 在同样的淹没深度下，部分地区

的人口分布广、建筑密度大，建筑结构脆弱，生命财产损失极大；而部分地区则以公园绿地为主，生命财产损失

极小。 因此，内涝淹没范围和淹没深度仅能表征内涝灾害的客观胁迫性要素，而暴露性和脆弱性则进一步考

虑了人口、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城市发展要素，三项指标共同反映了城市居民对内涝调节服务的实际需求。
（２）供需匹配对于识别关键区的关键作用。 研究发现，城市内涝调节服务供给和需求存在明显的空间异

质性和空间错位特征，因此，单方面考虑城市内涝的供给能力或需求水平，在城市内涝灾害防控过程中均存在

局限性。 通过供需匹配可以更加精准、全面地认知研究单元的生态安全状态，从而为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规划

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例如对于高供⁃低需失衡关键区，要应在保护生态本底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以提升生态系

统服务效益。 对于低供⁃高需失衡关键区，应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布局与生态补偿，以提高内涝调节的供给能

力；同时要优化市政排水设施布局，控制人口分布与开发强度，调整产业功能布局，以降低内涝调节的需求水

平，从而减少内涝灾害造成的人身安全及社会经济损失。
（３）划分规划干预优先级的实践价值。 解决城市问题需要系统规划，突出重点，分期实施，尤其在土地资

源非常紧缺的中心城市。 相较于现有规划［６３］，本文所划分的规划干预优先级在内涝积水风险识别的基础上

做出了进一步探索，在优化重点、建设时序及资金投入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持，从而有助于保障城市内涝安全

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４）降低城市内涝灾害风险的重要途径。 提高城市韧性，降低城市内涝灾害风险，应重点关注供需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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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区及规划干预优先级。 一方面要控制需求端的指标因子，如人口数量，建筑量，不透水面比例，另一方面

要优化供给端的指标因子，如绿地数量、质量和分布格局。 同时，还要关注积涝区上游的内涝径流状态，增加

生态用地面积，优化绿地景观配置，减缓上游径流量和径流速度，从而构建从源头、过程到汇点的城市生态网

络系统。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深度剖析内涝调节服务的供需关系，旨在降低城市内涝灾害风险。 后续研究可以进

一步探索景观数量、结构及格局对城市内涝调节服务的驱动机制，从而为落实优化方案提供更加具体的理论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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